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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伊始，毛泽东“以苏为鉴”，结合实践经验，开始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建设的中国路径，取得诸多具有奠基意义的思想成果。一是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人民内部性、
批判性和辩护性的鲜明特性，奠定了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基础。二是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一条
腿走路”，而要多方并举，夯实其政治、经济、理论、队伍和媒介等多维基础，打造了整体统筹的基本格
局。三是强调打好急缓攻守名实策略之组合拳，以制度建设为有理有利有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保驾
护航，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方法。毛泽东的思考及相关成果在其后仍有借鉴意义，且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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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题，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中国成
立初期，毛泽东吸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成果，从“破”和“立”两个维度出发，
对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探索，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作出了重要贡献①。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之际，他又在 “以苏为鉴”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作了深刻反思，
力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向发展看，这些思考
和探索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以往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多从后见设论，循逻辑思路演绎展开，而使其中的阶级斗争成分和毛泽
东个人的主观因素特别凸显。例如，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主要在于论述了意
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指出思想批判的方法和对象，提出坚持 “双百”方针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必要性②; 或认为毛泽东提出“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问题的重要理论”，这既是他的最大理论
贡献，也是其最大失误之处③。不过，如果不带成见地全面梳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
相关文献，并关注他所在时代面对的主要问题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会发现他的相关思考和建构既与当
时及之前的苏联有所不同，而且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和实践智慧仍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历
久弥新，因此非常值得去蔽求真，以发掘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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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性所在，奠定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基础

如何认识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未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苏共二十大期间的秘密报告表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认识均有误
区。斯大林错在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即当苏联社会已到了 “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的阶
段时，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仍然通过 “粗暴方法”解放生产力和解决思想问
题①。赫鲁晓夫则错在未能足够重视意识形态之功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价值判断，在逻辑上必然造
成彻底否定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事业，以致引起苏共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资本主义
阵营的西方列强也趁机掀起反共风潮。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
存亡，不可小觑。为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毛泽东以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错误为戒，结合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客观条件展开思考和探索，力图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通过探讨，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的新认识如下:

首先是人民内部性，即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根本变化，从而改变私有制下统治阶级应对
社会矛盾的惯常用法。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暴露的问题及其对 “波匈事件”的影
响，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过去被尖锐的敌我斗争所掩盖的 “人民内部矛盾”愈发
“被人们注意”②; 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要有相应的转变，不要“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
地位”③，即不要惊诧或纠结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否存在矛盾和发生错误，而要正视这些矛盾并尽可
能避免再犯同样错误。为此，一方面要承认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
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矛盾; 另一方面，要
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难免会出现错误，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而在
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刚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可以说是走在
前无古人的道路上，在探路的过程碰壁犯错在所难免④，关键在于尽可能不要重复前人的错误。

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工
作作风和工作策略方面都要有相应转变，这种转变主要通过思想观念方面的整风加以达成⑤。毛泽东
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之前的以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以人
民内部矛盾为主。因此，过去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广大党政干部不仅不能混
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应当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明白对于思想性质的问题、人
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⑥。

其次是批判性，即要对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清醒认识和足够重视。斯大林时
代在某些方面客观上恶化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声誉，赫鲁晓夫时代则在主观上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长期以来，人们为了抑此扬彼，将赫鲁晓夫以及部分西方学者对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
否定指称为批判性，而将斯大林时代对形形色色思想流派的批判以及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破旧立新
用“斗争性”加以概括。这种区分实则预设了 “批判性”的积极正面形象，以及 “斗争性”为残酷
落后的标签。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具有 “批判性”和建构性，而在于批判什么、建构什么、这种
批判和建构与历史潮流方向是否一致。为此毛泽东谈到了他对意识形态批判或维护建设的理由。

5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2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631 页。以下所引其他卷册，
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赘述。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12 页。
同上，第 213 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2 卷，第 549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75 页。
同上，第 209 页。



《现代哲学》2021 年第 3 期

第一，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转型，必然要求社会观念的相应变革，要求意识形态的除旧布新。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指出，一些人会由此出现阶段性的不适应①; 一些
旧社会过来的人还受着旧思想、旧生活、旧习惯的影响②。因此，为了适应新社会的全面建设需要，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已有成果，需要合理发挥批判的武器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功用，“在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③。也就是说，在
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改造的基础上，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输引导，这将是比政
治经济变革更加艰巨和漫长的工作。

第二，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相互对峙，需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 “批判的武器”。不同于赫鲁晓夫
和部分西方学者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 “三分错误，七分成绩”④。否定其应该
被否定的，肯定其应该被肯定的，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批判社会主义阵营之对立
面的需要。斯大林是刺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面的 “一把刀子”，而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这把
刀子，俄国人丢了”⑤。东欧一些国家的危机和动荡，证明丢掉这把刀子对社会主义事业所带来的危
害之严重。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仅不能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还要加以保
护，“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否则帝国主义等势力就会“拿这把刀子杀人”⑥，攻击社会主义事业。

第三，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提出的 “和平演变”战略，证明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并非杞人忧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中国之接班人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
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⑦，即把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其第三、第四代
身上。针对这一企图以及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强调 “要提高警惕”，
要“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重视并抵御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使中国在社会主义
阶段依然存在意识形态斗争、存在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这一问题上 “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路线”⑧。

再次是辩护性，即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并服务于客观实际之合理性。一则出于历史唯
物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自觉，毛泽东认识到，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应当且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说 “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为经济基础服务”⑨。在
近代中国历史上，民主革命就是经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辩护和精神准备而取得成功的瑏瑠，因此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辩护性亦是应有之意，发挥其辩护功效亦是应然之举。二则由于意识形态对社会
生产有巨大促进作用。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的整风运动后，中共党内的 “三个主义” ( 官僚主
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问题和政治思想战线的认识分歧问题得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
情因此高涨，掀起大修农田水利、大搞积肥、大搞爱国卫生等运动瑏瑡。毛泽东因此总结道: “上层建
筑 ( 其中包括思想、舆论) 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瑏瑢

为更好地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毛泽东明确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对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必要性进行辩护和解释: 首先，要讲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什么; 其次，要弄
明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再次，要搞明确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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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①; 最后，说理要有章法，对错误和落后思想既要进行批判，又不要先发制人。要讲究策略，提
高说理水平; 既要暴露错误和落后的思想，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②，又要解决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存
在的有话不敢说、有话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对于有话不敢说，毛泽东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 “迷信”思想。中共党内一
些人怕资产阶级教授，他们不敢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想问题，“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
都不行”③。事实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超出马克思的经历范围，中国共产党人要在实践中
找出道理，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要建构理论。为此，要破除对西方、对苏联、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
迷信④，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于有话说不出，毛泽东指出，一是因为有些人的心理、思想和观念还处于被支配地位，突出表
现为“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赞一词”⑤; 二是因为有些人的思想还处在过渡状态，
资产阶级思想破得差不多，无产阶级思想却还未建立，一时很难写出或说出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⑥;
三是因为有些人虽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却远离或缺少产生思想的原材料。因此，毛泽东提出，
为了摆脱意识形态上的被动局面，全党要学习马列主义著作，领导干部要研究理论、培养理论人才、
还要定期调研，以从工人和农民中间获取思想原料⑦。

对于说了传不开，毛泽东认为有多方面原因: 有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宣传不及时，失掉舆论领
导权; 有的是理论水平欠缺; 有的是宣传形式太过单一，宣传内容枯燥乏味。为此，他多次指导甚至
亲自参与《人民日报》有关改进工作。例如，他建议报纸既要搞得活泼一些，也要搞得专业一些;
对有些新闻要作具体分析以决定快登慢登或不登，避免发生不健康的现象⑧; 他还批评 《人民日报》
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像是“死人办报” ( 即此前其报道内容多为故人旧闻) ，并认为这多半是该报未
能理解和响应中央方针的表现⑨。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中较重要的是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一
个正确和基本的认识，要认识到在中国社会大转折之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人民内部性、批判性
和辩护性之集合特性，进而明白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这与习近平在 “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要“敢于亮剑”“讲好中国故事”瑏瑠 有共通之处，即要求在世界
格局和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应该发挥批判的武器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功用，既要在核心问
题上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以与对立面作斗争，也要建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以反映和服
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并证明毛泽东的相关思考和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必要性的当时和未来的认识基础。

二、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多维基础，打造整体统筹的基本格局

从历史和现实的观照出发，毛泽东致力于从多个维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无法孤立进行，需要多方面因素相互配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问题在于未能整
体统筹，或是过分在意“资”“社”意识博弈而忽略改善人民生活，或是强调物质刺激而忽视政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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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 2 卷，第 2126 页。
同上，第 2127 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3 卷，第 321 页。
同上，第 345 页。
同上，第 283 页。
同上，第 316 页。
同上，第 283、291、316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62、265 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3 卷，第 131—132 页。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225、227、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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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故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就应该夯实经济、政治基础以及理论、
队伍、传媒等基础，多头并进。

第一，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经济基础。毛泽东始终关心经济建设，把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之近期蓝图和努力重点①。当然，他也意识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本质不同。

一方面，重视生产力发展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应该齐头并进。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后，毛泽东
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应是经济建设②，即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有人指出，
毛泽东选择了一条意识形态的径路以发展生产力，即 “把工作重心放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
通过这些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从而间接地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④。其实，即使在强调阶级斗争严重性的 1963 年，毛泽东仍把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
一起并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⑤，而且将生产斗争排在最前面。毛泽东
只是认为不能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若置路线和方向于不顾，经济建设很可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影
响社会主义制度巩固⑥。

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径路。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
五年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国家的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⑦。为此，他酝酿并领导制定 《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绝大部分内容
是关于如何领导组织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的问题。在他看来，没有社会主义的坚实物质基础，意
识形态层面就会处于被动状态，受到束缚，人民的精神就无法得到解放。“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
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无从建立和稳固。
第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夯实政治基础。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和那个时期

东欧国家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 “政治太弱”，苏联 “老是提物质刺激”，而东欧国
家的共产党不能控制“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⑨。故在 1957 年整风运动期间，当极少数人企图误导运
动方向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时，毛泽东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
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瑏瑠。同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这个领导核心。为此，毛泽东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例如，各省的宣传
部长和教育厅长须亲自抓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瑏瑡; 各级党委要抓紧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
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并教会地、县、区级第一书记抓
起这些工作瑏瑢。此外，他还强调，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要在“工、农、商、学、兵”这五业后面
加上一个“思”即思想，概括来讲就是指“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理论方面”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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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群玉: 《毛泽东时代及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 8 期。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3 卷，第 120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331 页。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54—257 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5 卷，第 221、226 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 上)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年，第 277、461—462 页; 《毛泽东
年谱 ( 1949 － 1976) 》第 5 卷，第 302、521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491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51 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 上) 》，第 462 页;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8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99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03 页。
同上，第 247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371 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3 卷，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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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夯实理论基础。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出现的问题以及东欧国家
的动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不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苏联提倡议会斗争，事实上放弃
并自我否定了十月革命的方法。波兰和匈牙利则是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没有落实好坚持群众路线和
处理阶级矛盾的工作。故而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①，把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此，他主张一方面要独立思考，不用或少用
苏联的“拐杖”，在实践和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意识形态问题②; 另一方面要开拓创新，创
造新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不能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③。

第四，要打造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巩固队伍基础。毛泽东认为，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
还需要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否则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不能成功④。特别
是整风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让他体认到社会主义政权必须造就自己的庞大队伍。“无产阶级没有
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⑤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 “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⑥。此外，还要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⑦; 还要教育和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让其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站
稳无产阶级立场。

第五，要把报纸的大众性和阶级性相结合，夯实传媒基础。在信息传播媒介相对不发达的年代，
报纸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域。针对当时中共党内部分人否认报纸的 “党性和阶级性”的倾向，
毛泽东明确指出，报纸既具有大众性的一面，也具有阶级性的一面。大众性是指说服教育的功能，即
人民内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相互讨论，最终在民主和说服的氛围中，先进的人们教育落后的人们，
从而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⑧。而阶级性是指报纸的意识形态立场。毛泽东认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
工具，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⑨。为此，他提出办好报纸的若干规定性
内容: ( 1) 要承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要搞清楚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区别，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充分反映此时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瑏瑠; ( 2) 各级书记要亲自管报
纸、写文章，要针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做好还击的准备，并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说服力的文章予以
反驳瑏瑡; ( 3) 各地要有自己出色的编辑和记者瑏瑢; ( 4) 报纸要承担起 “种牛痘”即打预防针的角色，
如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把 “非马”和 “反马”的东西摆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面前，让他们受
到锻炼，以增强政治上的免疫力瑏瑣; ( 5) 报纸内容的表达应具有吸引力，做到“通俗、亲切，由小讲
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瑏瑤，如此方能受到读者青睐。

总之，作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弊端的某种回应，毛泽东着意凸显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多维基
础，以打造一个整体统筹的基本格局，力图避免重走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弯路斜路，进而更好解决意识
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尽管毛泽东时代发生了探索中的曲折，但较好化解了苏共二十大的副作用，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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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 2 卷，第 2050 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3 卷，第 141 页。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 上) 》，第 85 页。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95 － 396 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3 卷，第 222、227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第 491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68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171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 2 卷，第 2126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470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97 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 － 1976) 》第 3 卷，第 193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96 页。
同上，第 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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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掌握着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毛泽东此种思考和探索的奠基作用，在新时代国际意识形
态斗争再度紧张时得到彰显，使我们更能理解习近平提出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要 “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以及培养造就“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治理互联网”① 等论断的深意所在。

三、强调打好组合拳，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新方法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全新而又崇高的事业，其意识形态建设究竟该采用何种方法，毛泽东时
代有两个样榜: 趋紧者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高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性; 偏松者如赫鲁晓夫时代
的苏联，低估了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原则区分，提出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甚至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性。这两种方法皆因偏离真实而带来实践方面问题。在 “以苏为鉴”的前
提下，毛泽东努力立足中国实际，独立探索具有时代化、个性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
方法，以回应意识形态领域亟需解答的难题，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第一，以和风细雨为主，急风暴雨为辅。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内部矛
盾，所以毛泽东不赞同对所有冲突均采取不分青红皂白残酷打击的方法，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要适应已
经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学会用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意
识形态问题，应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要达到新的团结，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②，而非“一棍子把人打死”③。不过，毛泽东也注意到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仍
有保留之必要，即当有人发起急风暴雨式的进攻时，只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但总体而言，急风
暴雨只是辅助性、暂时性的方法。急风暴雨过后，还是要转入和风细雨，以便从思想上把问题搞深搞
透④，通过商量和启发的方法，进行思想整风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⑤ 以提高认识。

第二，增强阵地意识，破除退缩式的“庸俗的谦虚”。由于整风运动期间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
争，毛泽东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阵地意识。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大致有三个阵地，即左
派、中间派和右派，或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个阵地，中间派比例最大，左派和右派互相争夺对
中间派的领导权，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⑥。他指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意识形态的旗帜要去占
领阵地，这旗帜“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⑦。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敢于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要破除 “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式的“庸俗的谦虚”，要学习“勇敢坚决，为正义而奋斗”的惠明⑧。

第三，讲究策略，掌握主动权。策略性和主动性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意识形态建设
的鲜明特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之加以延承，提出夺取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领导权要讲究方式方法。首先，要对领导党即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使之增强领导能力，在意识形态
工作中更主动、更有成效⑨。其次，要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和分化。如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通过促成
正确言论与错误言论的对话交锋，达到使群众明辨是非的目的。同时，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不主张以
“反动派、反革命派”称之，以便能“争取中间派”，使对立面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转变过来瑏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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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16、305 页;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
第 333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 2 卷，第 1873 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0、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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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与奠基

后，教育或改造中间派，以提高其觉悟，端正其方向，目的则是为了 “团结大多数” “孤立极少
数”①。

第四，名实相符，虚实相济。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处理好名实
和虚实关系。名实关系特指意识形态之“名”与社会现实之 “实”之间的张力。在毛泽东看来，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②，因为务虚名最后的结果是不仅虚名得不了，而且会
失信于民，就是外国人也会觉得中国人在吹牛而失信于国际。虚实关系特指意识形态之 “虚”与经
济建设之“实”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主张虚与实要结合起来，“不搞意识形态，光搞物质基础。只讲
生产，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增不了产”; 反之，“光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搞增产，也要垮
台”③。为此，他要求中共党员干部应学会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既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反对
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也要反对不懂业务的空头政治家④。

第五，反对居高临下的恩赐作派，主张依靠群众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人们的意
识形态工作积极性。反对恩赐作派，是尊重人民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方法，毛泽东的贡献
在于将之拓展并推进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例如，反击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时，他提出要让人
民群众参与其中，并让他们了解和认识攻击者的错误所在，进而批判反驳之⑤; 在农村，则要依靠贫
雇农并联合中农以“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⑥。总之，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不能依靠少数人的恩赐，而应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
得的成果才能牢固。毛泽东还提出，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需在制度上下功夫，如 “要有一套
制度防止修正主义”⑦。在他看来，“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制度不同，人的积极性也会不同⑧。

毛泽东所探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集合，可被看作是一套相关建设策略的 “组合
拳”。一是柔刚组合，即处理意识形态矛盾问题时，既有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方法，
又有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作为补充。二是勇慧攻守组合，即在争夺意识形态阵地时，既要下好
先手棋，主动出击，敢于亮剑，勇于冲锋陷阵，努力争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也要具备智
慧，讲究策略方法，善于按规律办事，以制度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成果。三是虚实组
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做到名实相符，收获有理有利有效的结果。

时至今日，这套“组合拳”的许多内容被很好地继承下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达。例如，习
近平提出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守住“主阵地”以及“注重策略方法，讲
求斗争艺术”“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⑨ 等内容，均可看到其精神实质的相通，以及相互配合、
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共同特点。在这种相通性和继承性意义上，习近平认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
方面取得基础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瑏瑠。

四、结 语

长期以来，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存有颇多误读和偏见。例如，有人把他对
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视看作是对意识形态的迷信瑏瑡，也有人把他对精神力量的能动作用的论证说成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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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力量之决定作用的论证①。此类解读习惯于孤立地看待毛泽东在这方面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并将
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偏差和 “过火现象”均归咎于毛泽东。仔细梳理大量直接相关的一手文献并
认真加以分析，会发现极端和过火现象实与毛泽东初衷相违，也是他努力想要避免的。

习近平讲，在当时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犹如在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攀登
者需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②。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毛泽东从规避苏联已暴露的严重
问题的愿望出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思想认识、基础格局、新型方法三个方面展开思考和探索，
取得较为突出的奠基性成果。如努力避免苏联和东欧式的强力斗争和外力约束可能带来的不可逆损
害，力求以和风细雨、民主说服和制度建设的温和方式达到观念转变和意识渐进的目的，充分彰显了
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是历史的剧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建设强调“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建立责任制等举措，在形式和意蕴上异曲同工、相互辉映。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也走过弯路③。正像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是经历
多次挫折后才能获得的那样，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初始建设也存在局限和不足。毕竟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起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经验还在积累，其建设规律尚未完全显
现，已经暴露缺陷的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也无法照搬。且从构想到落实经历的过程错综复
杂，其规范运行和实际效果与各层级执行者的政策水平、贯彻分寸及群众觉悟程度直接相关， “实
然”过程与“应然”设计会存在落差。后来研究者若能努力回归历史真实进行设身处地的分析考量，
或许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探索之复杂艰巨程度及其奠基性贡献能更多地得到彰显，意识
形态建设的规律性和经验教训也能更好地得到认识。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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